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４（３）：２７８－２８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ｓ）．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６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４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１９ＮＤＱＮ３６２ＹＢ）；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１７１３２１６９－Ｙ）；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项目（１４４００３３３８１９０２）

作者简介：王　亮（１９８４－　），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红色戏曲文化研究

———以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上海市曲艺会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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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急需加强政治宣传，以期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以评弹为
代表的上海曲艺界表现突出。为了展现既有成绩，选拔优秀节目参加全国曲艺会演，上海市政府先后于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９年举办两届曲艺会演。１９５８年曲艺会演展示了文艺政治化特征，但因经费上不充足，组织上不健全，结果参演
作品难以完全符合政治要求。１９５９年曲艺会演，在经济状况未改观的情况下，借助集体组织的力量，完成了首届曲
艺会演暂未达到的政治目标，为继续突出政治性提供组织保障，进一步促进组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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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最具
代表性的是傅瑾的《新中国戏剧史（１９４９—２０００）》
（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该著作从宏观层面
论述新中国半个世纪的戏曲发展情况。以此为基

础，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以评弹为切入点，以社
会文化史为理论指导，从微观视角再拓新领域，《别
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便
有开创之功。该著作记述评弹艺人成长的特殊经



历，揭示江南社会变迁的时代特征。青年学者张盛
满的《评弹１９４９：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以新旧时代鼎革之际为时
间点，以评弹艺人为研究对象，以小见大地讲述时代
变局的宏大图景。既有成果为后继学者深化研究奠
定基础：一方面，宏观视角与微观切口相结合的理论
架构，有助于勾勒戏曲发展的整体状况；另一方面，
特殊时段与艺人命运相结合的观察视角，有助于以
小见大地揭示时代特征，从而为新中国大众文艺研
究引入新理论，拓展新领域。这一研究思路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上海曲艺会演中表现突出。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百废待举，百业待兴。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经济形势的好转，新政府需加
强政治宣传工作，对思想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
期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由于戏曲艺术在
上海种类繁多，占全国“最大的比重”，特别是廿余剧
种、数千位艺人汇聚于此，传道其间［１］，于是，时事政
治宣传普及工作借助戏曲艺术舞台呈现得以展开。
戏曲艺术中，评弹艺人不同于角色固定的戏剧演员，
在演出内容上可一人多角，在演出形式上可跳进跳
出，再配合琵琶三弦、长衫旗袍的简便行囊，视觉吸
引力大，市场竞争力强，成为新政府争取的对象和改
造的重点。上海评弹团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０日组建，
是能与上海京剧团、上海杂技团并驾齐驱的国营剧
团，其成功组建反映了在民间的受众之广和对宣传
的作用之大。［２］

上海评弹团组建后，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作
为书目革新的伊始，塑造“中篇评弹”的演出模式，在
内容上配合“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满足“文艺为
政治服务”的要求，体现一种文艺政治化的趋势。［３］

此后《海上英雄》和《王孝和》等中篇作品先后问世，
票房上佳。随着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兴起，政策收
紧———要求说书应与时俱进，实现“文艺为时事政治
服务”的更高目标。为此，该团适时调整策略，将演
出与劳动相结合，将创作与辅导相结合，将新编作品
的呈现形式确定为“短小精悍”，将时代新篇的表演
内容圈定为现代生活，形成系列中短篇。由于曲艺
竞赛是政治运动得以推广的重要动力，是戏改工作
得以深入的最好形式［４］，因此，上海市政府先后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举办两届曲艺会演，在评弹界组织
化运动的助力下，促使文艺政治化趋势的深化。

一、渲染政治色彩：１９５８年曲艺会演

１９５８年春，上海市文化局及剧协为了检查曲艺

工作进展情况，衡量为工农兵服务程度，选拔优秀作
品晋京展演，决定举办首届曲艺会演。会演工作委
员会主任是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副主任是戏曲界
姚时晓、刘宗诒，工作委员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和副团长李庆福等国营剧团领导，具体负责国营剧
团艺人的提名工作。整风工作组承担评弹单干艺人
的推荐工作，各辖区各科室提名其他曲种，以保证节
目内容兼具人民性与艺术性，并要求现实题材作品
不得少于总数的２／３。［５］７文化局领导担任主任委员
的做法，确保政治正确性以得到政府认可，提升活动
影响力以推动宣传工作。参赛人员的选拔条件，有
助于提升国营剧团的社会地位，压缩单干艺人的生
存空间，有助于国营剧团规模持续扩大，组织化运动
不断拓展。参赛作品的限制要求，有利于促进时事
政治的渗透，推动新编作品的诞生，尽快实现现实题
材节目占主流的目标。这一切是“反右”及整风运动
后，政府对曲艺界有效管理的体现。

１９５８年的曲艺会演涉及评弹、沪书、苏北评话、
滑稽故事等四个曲种，共９７档节目，评弹独占８７
档，以仙乐书场和新华书场为固定鬻艺舞台，可见评
弹担任会演主角。［６］其中，现代题材的作品有５２个，
比传统作品多７个，占到演出作品总数的五成，但未
达到赛前规定２／３的标准（即６４～６５个）。这一结
果源于公开售票方式的采用，即每场抽出百张票根
供内部观摩，其余在市场销售，做到收支平衡，争取节
余上交。［５］８因为艺人自筹会演经费的现状，决定呈现
内容的自主性，限制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再加上艺人
数量极为庞大，降低集体组织的约束力，致使政策推
行效果大打折扣。然而政府可借助工作委员会，评判
参赛作品，推荐晋京节目，弥补经济控制的不足。６
月底，曲艺会演参数作品评比结果公布，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５８年曲艺会演参赛作品评判结果

级别
现代题

材／个
传统题

材／个
小计／
个

上海评弹

团／个

优秀 １１　 ７　 １８　 １４
较好 ２３　 １４　 ３７　 １５
一般 １７　 ２２　 ３９　 ０
不好 １　 ２　 ３　 ０

　　资料来源：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的
报告［Ａ］．上海：上海市档案馆，１９５８年，档案编号：Ｂ１７２－１－２８３．

　　在表１所示的１９５８年曲艺会演参赛作品中，优
秀与较好级别的现代题材作品均占六成有余，已接
近于２／３的比例。可见，尽管存在经费自筹的不足
和集体组织的欠缺等问题，政府领导的工作委员会
仍能在级别评定上突显现代题材优异成绩，满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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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具体要求，减少传统作品获奖比率，实现文艺
服务政治目标。质言之，政治挂帅，厚今薄古，现编
题材着重反映当前斗争状况，传统作品也要浸染一
定的人民性。［７］不反映新状况的新编，不具备人民性
的传统，难有佳绩。
上海评弹团成绩斐然，优秀级别作品１４档，较

好级别作品１５档，可谓执上海曲艺界牛耳。获此佳
绩，原因有四：政府直属国营剧团组织优势明显，依
靠集体力量，短时突击完成整旧创新任务，作品质量
均属上乘；“反右”运动在团内落实后，艺人统一个人
思想，重视新编作品，反映建设成就；团内艺人原本
就是名家响档，极具票房号召力；吴宗锡团长和李庆

福副团长均为工作委员会成员，评判优劣自有倾向，
展示出的人际优势不可小觑。各种影响因素相互叠
加，交错杂糅，展示给世人面前的，便是一张张奖状，
一捧捧鲜花，一片片掌声，一项项铸就评弹团辉煌的
傲人成绩。组织化的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首届曲艺会演是在响应中央文化部举行全国曲艺

会演的号召过程中得以确定的，因此会演任务就包括选
送优秀节目晋京演出。经过筛选而评出的１８档优秀作
品，需再优中选优，具体标准由文化局定夺，即政治性高
于艺术性，首先应使现代题材广泛呈现崭新生活，传统题
材增加现代精神，其次考虑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８］１４四
部曲艺会演选派进京作品脱颖而出，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５８年上海市第一届曲艺会演选派进京作品概况

演出时间 艺人及作品 入选理由

６月１０日 唐耿良《王崇伦》
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王崇伦破除迷信，敢于创造的故事。成功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
命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发挥艺术创造的革新精神，展示英雄人民的普遍心理。

６月１０日
刘天韵、苏似荫《王魁负桂
英·义责》

塑造了一个正义凛然、是非分明的王忠形象，批判了见利忘义的王魁劣迹。该书是
非分明，具有时代精神。

６月１１日
钱雁秋、严大君《曙光与五
味斋》

讲述大跃进时上海民众争分夺秒、先进带后进的事迹。取材于现实生活，揭示了人
物思想，符合着政策要求。

６月１２日
陈卫伯《社会主义第一列
飞快车》

讲述列车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保守思想、提高车速的故事。主题思想明确，艺术
性高。艺人深入生活，接触面广，歌颂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员工及协作精神。

　　资料来源：毕采．这段评话说得好！———曲艺会演中的《王崇伦》［Ｎ］．新民晚报，１９５８－６－１１（２）；钱雁秋．演出《曙光与五味
斋》前后［Ｎ］．新民晚报，１９５８－６－１９（５）；世远．听评话《第一列飞快车》［Ｎ］．新民晚报，１９５８－６－１９（５）；曲艺会演圆满结束［Ｎ］．新民
晚报，１９５８－７－１６（２）。

　　四部作品的入选理由是，都能展现时代新风貌，

建设新成就，人民新精神，政治立场正确，艺术水准
上佳。红旗评弹队优秀作品有两部，即《曙光与五味
斋》《社会主义第一列飞快车》，创造性地描绘了上海
市民的时代精神，诠释百姓跃进成绩，体现思想改造
程度；上海评弹团优秀作品也有两部，即《王崇伦》
《王魁负桂英》，均形成于１９５６年，但仍能满足形势
发展的需要，颇受好评。然而国营剧团晋京节目只
有两个，与私营公助的红旗评弹队并驾齐驱，却没有
独占鳌头，略显遗憾。再加上刘天韵、唐耿良都是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便已红遍沪上的响档，在５０年代末
期仍能活跃于舞台。这一结果说明评弹团的既有辉
煌仍是老一辈艺术家缔造的，青年演员卓越者乏善
可陈，暴露了团内人才培养不足不精的弊端，同时，

竞赛经费不足、集体组织缺失等现实问题致使政府
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暂时无力抵消来自市场评判因
素的影响力度。四部作品于７月２７日公演于仙乐
书场后，便踏上晋京之途。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爆
发前夕，艺人卖座与否为代表的市场评判因素仍然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只是这股力量在次年被单

干艺人的组织化运动彻底击溃。

首届曲艺会演效果差强人意，源自于１９５７年的
“反右”与整风致使艺人思想趋于统一，逐步接受政
治性高于艺术性的创作要求［９］，但仍有提升空间：经
济上，艺人自筹经费的现状导致参演作品暂难符合
政策要求，出现政治立场错误和深入生活不足的弊
端；组织上，国营剧团难以扭转评弹界整体表演现
状，致使艺人个体存在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进一
步提升艺人演出水准，１９５９年的曲艺会演只能在既
有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依靠扩建组织提供保障。

二、依靠组织保障：１９５９年曲艺会演

“大跃进”的初期，经济层面弊端已显，三年困难

阶段，生活水平提升迟缓。上海受此影响而未能幸
免。１９５９年的曲艺会演面对一筹莫展的经济现状，

只得依靠组织保障来响应政府号召，完成政治任务。

１９５８年红旗队和解放队同时组建，次年增加到红
旗、解放、长征、先锋、星火等五支队伍，在接受思想
教育，下乡锻炼之后，再扩充到十支，将整个上海评
弹界纳入组织化体系。［１０］１９５９年的曲艺会演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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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界的组织化进程中举行的。
为了检查首届曲艺会演结束之后上海戏曲界的

改造成效，１９５９年３月，文化局开始规划第二届活动，
不再组建工作委员会而只成立内部工作组。这一做
法是缘于政府已有红旗队和解放队，吸纳单干艺人加
入，并鉴于组织化运动形势已现，将评判推选艺人及
其作品的具体事务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即由工作
组负责，而只掌握审核权力。工作组成员包括市文
化局领导、中国剧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评弹团团长
及各区县文化局科室主任等主要负责人。在评弹
界，评弹工作者协会主要负责红旗队、解放队等集体
所有制组织和单干艺人的节目选拔工作，上海评弹
团领导负责团内艺人的节目选拔工作，统一提交工
作组，再由政府审核。在４５个推荐节目中，包括２８
个现代题材的节目，已接近于总数２／３的要求。［１１］

第二届曲艺会演节目的呈现内容上，要求政治标
准第一，兼具艺术性的表现，同时，已参演首届曲艺会
演的节目，不得再参加第二届，以促使时事新书持续
涌现。［１２］１４全部节目分１１场，评弹占６场，采用公演
方式，其他曲种５场，内部观摩演出。［１２］７。由此可
见，评弹改造成效已经显露，在组织保障的前提下，
已能进行公演，可谓执上海曲艺界牛耳，同时也出于

筹募演出经费、减轻财政压力的目的。１９５９年６月

１９日，包括评弹在内的十个曲种正式登台鬻艺。
第二届曲艺会演节目数量上，４８个节目（后增

加３个评弹作品）中，评弹占２１个，数量最多，仍是
会演主力，凭借唯一的公演资格，成为上海曲艺界杰
出代表。２１个节目中，加入组织的艺人贡献１８个，
充分展示集体的力量。再加上各级政府掌握节目推
荐权和甄别筛选权，是否加入政府认可的集体组织
直接决定艺人的参选节目能否脱颖而出，因此，会演
结束后，评弹艺人纷纷积极加入集体组织。可以说，
曲艺会演的成功举行对评弹界组织化运动的顺利完

成大有裨益。作为唯一的国营剧团，上海评弹团贡
献９个节目：中篇投入大，有２个，在１１个场次中独
占两场，可见评弹新形式备受推崇；３个开篇及小演
唱，是该团重视弹唱的集中体现；剩余４个节目是３
个弹词和１个评话，客观上说明评话不被重视而渐
显颓势的现状。
作为上海曲艺界杰出代表，评弹贡献２１个节

目，其中１８个是集体组织的努力，因此有必要对集
体创作的节目深入阐释，以探求不同属性组织机构
贡献作品的水准高低。这１８个节目的简评情况见
表３。

表３　１９５９年上海市第二届曲艺会演集体组织中评弹作品简评
作品名称 所属机构 社会舆论品鉴概况

《玉蜻蜓·厅堂夺子》 国营上海评弹团
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丑恶，赞扬贫苦人民的反抗精神。凭借传统作品的改造反映
时代特色的印迹，艺术感染力强。

《孟师父》 国营上海评弹团
描绘钢铁工人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情，极具时代性。内容与形式属于上乘之作，成
功将教育意义蕴含于艺术表达中。

《思凡》 国营上海评弹团
作为团内唯一的女性党员，朱慧珍在《思凡》表演的过程中，将“唱”的功力发挥得
淋漓尽致，展现榜样的力量。

《人民公社好》 国营上海评弹团
团长吴宗锡认为通过集体演唱方式来呈现，效果欠佳，是失败的，“小演唱”仅适用
于农村的嘈杂紊乱而不符合城市清雅有序，强调评弹艺人不适合表演集体演唱。

《老地保》 国营上海评弹团
讲述老地保洪奎良侠肝义胆，舍己救人，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感人
故事。主角形象生动鲜明，彰显了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颇受观众好评。

《花木兰》 国营上海评弹团
作为“丽调”创造者，徐丽仙以传统演唱形式，杂以伴奏崭新风格，塑造花木兰替父
从军、报效祖国的高贵品质。

《万古长青》 国营上海评弹团
尝试将国外斗争故事赋予中华民族感情，内容新颖独特，拓宽创作领域，启发艺人
智慧，颇受舆论推崇。

《冲山之围》 国营上海评弹团
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展现太湖游击队神出鬼没击敌人，斗智斗勇得胜利的传
奇故事。语言生动，逻辑严谨。

《江南春潮》 国营上海评弹团
新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讲述船厂工人不畏强敌，英勇保护工厂设施，迎接解放的
革命事迹。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向秀丽》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与《人民公社好》相类似，也采用集体演唱的方式，表现向秀丽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精神，但是现场表演效果欠佳。

《革命的一家·寻党》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母子两代向往革命，不辞辛劳寻找党的感人事迹。人物思想感情刻画细腻，
但是英雄形象塑造地不够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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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作品名称 所属机构 社会舆论品鉴概况

《野火春风斗古城》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在白色恐怖的氛围里，与敌人周旋斗争的英雄故事。严肃
认真的表演风格值得赞扬，但英雄性格刻画得不够坚定，革命故事讲解得不够曲折。

《虞山脚下》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反映大跃进时期农民响应党的号召，任劳任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人物心理
分析到位，外在性格刻画不足。

《长空怒鹰》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评话传统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表现人民空军勇于出击，勇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故事紧张有余，细节穿插不足。

《海瑞》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讲述海瑞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历史故事。塑造主角品质层面略显不足，且噱头
主义仍有残余，受到不少批评。

《双珠凤·凉亭送别》 集体所有制红旗队
上海评弹团艺人刘天韵认为这个节目是失败的，因为没有突显杨虎舍己为人的高
贵精神，宣扬报恩的封建思想。

《黄浦江的黎明》 集体所有制星火队
赞扬共产党在黄浦江畔领导人民参加阶级斗争的故事。主题选择良好，但剧情平
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的效果。

《母女会》 集体所有制长征队
秦纪文在整风运动后，对剧情先后修改８次。在台上，表演态度端正，做到噱头符
合书情，注重突出思想性。

　　资料来源：百花深处———上海曲艺会演随笔之一［Ｎ］．文汇报，１９５９－６－２１（３）；奇峰突起———上海市曲艺会演随笔之二［Ｎ］．
文汇报，１９５９－６－２４（３）；刻画入微·动人可信———上海市曲艺会演随笔之三［Ｎ］．文汇报，１９５９－６－２９（３）；卫明．文苑欣赏：“谁说
女儿不刚强”———听评弹开篇《花木兰》［Ｎ］．新民晚报，１９５９－６－２４（２）；丽人．生动的口语形象———听短篇评话《长空怒鹰》［Ｎ］．
解放日报，１９５９－６－２６（６）；左弦．弹词《厅堂夺子》的整理［Ｎ］．解放日报，１９５９－７－２（５）。

　　从社会舆论的评价来看，国营的上海评弹团受
欢迎程度明显高于集体所有制的评弹演出队，说明
组织化的程度高低，与政府机构的关系亲疏，可以直
接影响社会舆论的导向。再加上会演前上海评弹团
艺人被全体动员以投入创作和排练，成绩斐然自在
情理之中。

就上海评弹团节目而言，４个现代题材（《孟师
父》《万古长青》《冲山之围》《江南春潮》）和２个传统
题材（《厅堂夺子》《老地保》）均为政治性与艺术性兼
具的作品，起到表率的作用，这也与该团试验示范的
建立初衷、评弹界唯一国营组织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开篇与小演唱的展现技巧，可以突出艺人个体的演
唱功力，利于流派唱腔的完美塑造，但却只能适合农
村的繁冗嘈杂，有损提升集体呈现的视觉效果。这
一批评是团长对团内艺人的表述，是自我批评的一
种呈现，明确了“唱”是评弹团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仅
限于个人而非集体。再加上团长文化局出身的领导
光环，更从深层次表明一把手是第一负责人，有资格
规划组织发展方向，决定艺人个体和剧团集体的命
运。其他集体所有制评弹团，缺乏政府直属的社会
地位，没有行政出身的强力领导，难以达到国营剧团
的演出水准和取得优异成绩。

三、结　论

１９５８年的曲艺会演对于演出主题有着明确的

比例要求，却因经费需自筹、组织不健全的现状而大

打折扣。这一局面在第二届曲艺会演上得到改观。

１９５９年的曲艺会演，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演出主题反
映现代生活的比例要求，达到了所有作品满足“政治
第一”的甄选标准。这一切源自于集体所有制评弹
队的组建，从而明显地减少了单干艺人的数量，不断
地压缩着单干艺人自由发挥的空间，成功地将文艺
政策渗透进新编作品，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新观念通
过大众娱乐的方式存留于人民脑海中。
政治性是社会主义改造最明显的特征，组织

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最有力的保障，将政治印记与
艺术作品相融合，从而形成生产建设的合力，实现
统一思想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化运动的
发生、运作、高潮等系列过程，是在如同上海评弹
团一样的集体组织中一步步推行的，并集中表现
于两次曲艺会演之中：从节目的推荐到优秀的甄
别，从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到暗流涌动的自我批评，
无不体现着集体组织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人际关
系和社会地位。可见，大型的曲艺会演往往成为基
层集体组织的竞技场，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地，
成为宏观政策推行的检验区，成为时代特征印记的
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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